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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农业基础建设，强化科技支撑，促进农民增收
――学习中央1号文件的几点体会
秦　富
通过学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主要体会如下。
一、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2006年1号文件首次提出把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重点转向农村，今年1号文件重点强调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这是一项重大战略，意义深远。
国际上，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已有很好的经验，主要有两个类型
：
一是完全由政府投资兴建。如美国的大型灌溉设施，都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投资兴建。巴西有助于农业交通运输的州际公路以及州际公路到各个农场之间的公共道路，也完全由政府出资。
二是政府负担一部分投资。如美国的中小型灌溉设施由农场主个人或联合投资，农业部给予一定资助。
欧盟在帮助农民进行农业生产能力建设方面，通过提供购买补贴和贷款优惠，长期以来给予了农场设施建筑如谷物仓库建设，农田整治，农场道路，水利设施建设等大量的支持，规定凡是购置大型农业机械、土地改良、兴修水利等，欧盟提供25％的资金，其余75％由本国自己解决。英国对田界围栏、树篱、农场建筑、农业机械、农田排水设施及农村道路建设提供补贴，对修建农场的道路、堤坎、供电系统，国家承担费用的2/3。法国政府对农村基建工程的投资一般占工程费用总额的25％以上。
日本政府对于一般的农田改造项目，只要通过一定的审批程序并达到一定的标准，费用的50%由中央财政从农业预算中补贴，都道府县和市町村财政补贴25%和15%，剩余部分由农户自身负担，而这一部分资金往往也能得到有关金融机构的优惠贷款。
巴西对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农村公共需要的道路、电信、电力、勘探、仓库等。由联邦、州和市三级政府共同出资(各约1/3)，农民不出资。农场内部的道路建设也可争取到一定的政府支持。
各国政府强化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对提高农业生产能力产生了长期性促进作用，因基础设施的投资具有累积效应，当年投入不仅对当年发挥作用，而且会在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持续发挥作用。
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如交通、通讯、自来水、农田水利等严重不足，目前全国仍有近5万个村不通公路。2006年6月6日《人民日报》报道：水利部、国家发改委和卫生部共同开展的全国农村饮用水安全现状调查评估结果显示，到2004年底全国农村饮水不安全人口还有3.22亿人。农业生产灌溉用水缺口就更大了。据相关资料估计表明，近年全国粮食作物因生产性基础设施条件落后，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差，年均造成粮食损失750亿斤左右。
2007年8月农经所专家对黑龙江、吉林、宁夏和陕西4省区9个市县16乡镇48个村288个农户和村级调研，发现农民收入较低，缺乏足够的资金发展灌溉设施（根据国际经验，这部分基础设施应由各级政府承担而非农民自身）。
同期我对甘肃省生产性基础设施调查发现，全省旱作占68％，要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迫切需要对中低产田进行改造，这项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投资1400元/亩左右，灌溉系统（滴、喷、渗灌）即可基本解决，按基本标准化农田建设基础设施，可用10年以上。
为此，学习后体会到各级政府应以1号文件为契机，加大对农业生产性设施方面的资金投入，尤其是要扶持发展农田水利，根据不同的地理条件和气候环境，修建水库，发展畦灌、喷灌、滴灌和井灌、渠灌等节水灌溉方式，增强抵御灾害的能力。
二、促进农民增收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拉大，1984年为1.81:1，1994年扩大为2.86:1，2005年为3.22:1，2006年为3.28:1，2007年进一步扩大到3.33:1。有关专家估计，若考虑到供水供电、交通通讯、文教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分配上的差别，城乡收入实际差距在6:1以上。这不利于社会公平进而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促进农民增收可相对减小城乡收入差距，因而社会意义重大。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并提出“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是一项伟大的战略。据2007年8月对甘肃省景泰县石门村农户的调查，小麦纯收入为350-400元/亩，但劳动用工6-7个的成本未扣除，即使这样也仅相当于本村小工（20-30元/天）打工1个月左右的纯收入。玉米纯收600元左右，劳动用工10-15个同样未扣除，也仅相当于本村大工（40-50元/天）1个月左右的打工收入。
按照总书记提出的“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调查后认为应将活劳动投入记入成本并运用到价格形成机制之中（即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至少让农民保本、将活劳动的成本体现在农产品保护价之中）。这样每亩小麦、玉米的纯收入将分别增加50%、70%的纯收入。
这个机制，绝不仅仅是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更重要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具体要求，是体现社会初次分配公平的重要举措，具有十分重大的社会意义。当然，提高农产品收购保护价需要各级政府买单，否则会引发新一轮的价格上涨甚至加强通货膨胀。
另外，值得强调的是确保国家食物安全，是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责任（已有很多讨论，但纵观国际经验中央政府作用重大），而不应转移到农民。我国现已具备相应的实力，2007年我国财政收入达5.1万亿元，比全国人大通过的预算多增7500亿元左右，完全有能力建立、支持并保障国家的食物安全体系。
三、强化科教支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国际经验表明，用于公益事业特别是科研、教育、培训等方面的投资，也具有明显的长期效应和累积效应。各国政府为提高农业技术水平，使农业科研成果尽快转化为农业生产力，用于农业科研、教育和推广的财政投资力度一直在增强。
美国农业部1950年预算中用于农业科研和推广等服务项目的投资为4680万美元；1985年上升为10.5亿美元，年递增幅度达8.3%。政府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占投资总额的45%左右，2000年的实际水平为21.5亿美元，2001年为23.2亿美元。
日本政府把加强农技推广组织建设和提高推广人员业务和服务水平放在重要位置，并从财政预算中给予大力支持。早在1995年政府的农业科研经费预算即达772亿日元，占农业预算的2.3%，农业推广经费为356亿日元，占农业预算的1.4%。
欧盟各国政府也都高度重视农业研究、农业推广咨询服务、培训服务等。各国都有比较强大的政府农业科研机构，包括大学里的研究所和独立的农业科研院所，研究设施条件先进，研究经费充足。2001/02年度欧盟的农业科研经费为7亿欧元。在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方面，西欧也有着悠久的传统，近几十年来更是不断发展，从初期的一般性技术推广发展到针对具体每个农场的需求，提供技术、管理、营销等全方位的咨询服务。2001/02年度推广咨询和培训服务的支出为3.8亿欧元。
据全国人大农委万宝瑞副主任对印度的考察，印度对从事农业研究和推广的科研机构实行政府全额拨款，经费主要来源于中央政府和邦政府的财政预算。农业科技投入中政府占90％左右（其中中央政府50％，邦政府40％），私营部门占10％左右。政府农业科技投入占农业GDP的0.6％左右。
我国2006年科研投资强度为0.8％，但农业科研投资强度2005年仅为0.5％（2006年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占农业GDP的比重仅为0.09％），远低于欧盟15个老成员国的2%，日本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的2.2%。中央文件已经明确要“把农业科研投入放在公共财政支持的优先位置，提高农业科研投入中的比重”，关键在于如何具体地落实这项政策。
科教支撑的效果非常明显，据对甘肃省调查发现，体现科技支撑与转化的全膜双垄集雨沟播技术，农技员、资金、技术与农民实现了优化组合，每亩补地膜20元，2007年共50万亩，省财政1000万元，增产5万吨。可见，强化科教支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综上可见，加强农业基础建设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促进农民增收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而加强农业基础建设、促进农民增收还需进一步强化科教支撑。
（欢迎引用、摘编、全文刊载，请注明出处，尊重著作者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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